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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男性的审美：
明清小说中的四种理想女性＊

夏　薇

【摘　　要】明清时期的几部长篇通俗小说反映出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性别问题，无论作
者是坚定捍卫男性中心主义制度的，还是对这一制度的态度有些摇摆不定，都可能从主观
态度和客观反映两方面，表现出自己心中的理想女性。这些理想女性可以概括为四类，即
“实用型”“灵魂型”“德情兼备型”“缺憾美型”。这四类理想女性是宗法制出现以后逐渐形
成的无职业、无知识、无意志、无人格的 “四无”女性，通过小说作者的塑造在文学作品
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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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２０１９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资助项目 “明清小说中的性别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说到文学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就不能绕过文学中的社会性别问题。虽然中国古代社会一直
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但较之欧洲的中世纪及其影响所及之后世对女性的戕害与束缚而言，中国古
代女性的生活还算是相对平静的。尽管她们的生存状态因为男权的压制存在很大问题，但今天的我
们也还是不得不对那些愿意记录下异性优秀品质的中国古代男性作者表示应有的感谢。因为，无论
是诗词歌赋，还是史传、笔记、戏剧、小说、方志等，都不乏对女性的书写。无论是赞美、歌颂她
们的美好，还是讽刺、指责她们的邪恶，男人们或在不情愿中，或在慷慨激昂的期待中，记录下了
他们对女人的爱恋、憎恶、惧怕、敬佩、失望、依赖、对立、抗拒等一系列复杂情绪。可以说，一
部中国文学史，起码有一半是男人的情爱史和两性人际关系史。

一、男性作家与理想女性的塑造

中国古代小说的作者基本都是男性，所谓理想女性，是以男性审美标准来定义的。卜永坚在为
鲍拉·萨姆柏里尼的专著写的书评 《失身：中国小说中的娼妓与男性意识》一文中说：“作者指出：
要理解小说里的娼妓形象及其演变，就意味着理解这些小说的男性作者们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时
代，因此，就等于探讨中国男性的意识及其情色想象。作者不认为这些小说可以忠实反映清末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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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而认为这些小说是中国男人表达自己对于男性角色的看法、梦想、焦虑的机会，是对于
男性意识的虚构。……作者根据这些小说的内容，……把文学作品中的妓女这种语义丰富的人物的
生命历程，细致描画，从而探讨中国的男性意识如何通过青楼文学作品而被界定和创造出来。”①

可以说，不同时代、阶层和文化背景的男性，在其心中对理想女性有不同的认定。当他们把对女性
的理解和认识用文字表达出来以后，理想女性的形象就会从作者的主观态度和文本的客观反映，即
作者创作和读者接受两方面透露出来。

所谓主观态度，就是小说作者对作品中女性角色的态度。以著名的长篇通俗小说为例，从作者
主观态度上看，《三国演义》对女性的看法很简单，就是要 “用女人”，即作者认为有用的女人就是
理想女性。她要么美貌，比如貂蝉，要么家世显赫，比如孙尚香。能以这两种特质帮助男人成就伟
业的，就是好女人。《水浒传》作者的心理相对复杂一点，就是 “恨女人”。因为有诱惑力的女人能
破坏男性的英雄形象，也就是古代经常说的 “女祸”，所以就有了武松杀嫂、宋江杀阎婆惜和石秀杀
嫂的情节。这三个极具典型意义的杀女故事都显得异常残忍和血腥，笔者曾写文章比较过这三场杀
害。② 尤其是石秀杀嫂，其中表现出大量的变态情绪，反映出作者塑造人物的矛盾性，其原因就在于
作者对 “好女人和坏女人”的认知。这部小说中所谓的理想女性，就是 “男人婆”，像母大虫顾大
嫂、母夜叉孙二娘。作者认为女性可以有两条出路，要么宅在家里 （如林冲娘子，一出门就惹下滔
天大祸，作者对她是有腹诽的。她害了林冲，也成全了作者的女祸思想）；要么就和男人一样闯江
湖，杀人越货，落草为寇，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和男人一样成为英雄，而只能沦为魔头，成为老虎
和夜叉，至多可以和男性成为战友。这就是说，女人要想成为男人的战友，就必须放弃女性的某些
特质，变得无性、中性或者男性化。《西游记》的态度是 “怕女人”，女人全都是妖魔，避之唯恐不
及。即便是成为菩萨并无数次搭救过孙悟空的观音，也依然是可怕的，她的权力和能力令孙悟空无
能为力，孙悟空只能俯伏在地，背后默默咒她 “一世无夫”而已。因此，《西游记》作者对女性的要
求是四大名著中最低的，即他希望女性只要不惹事、不挡道就行。比如凤仙郡那个受到天庭惩罚的
郡侯，作者说是因为其妻不贤惠，害得他一怒之下推倒了为玉帝设的香案而获罪于天，使得一郡百
姓罹受旱灾之苦。所以作者认为女人只要不给男人闯祸，不用她去施美人计，也不用她多金，就是
理想女性了。《金瓶梅》的态度是 “亵女人”，作者心中的理想女性比前面几部小说的作者相对复杂
一些了。他认为两种女人都是理想女性，即 《红楼梦》中王夫人说的，也是中国古代无数男性作品
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普遍认识和约定俗成的概念——— “妻贤妾美”。在 《金瓶梅》作者笔下，这种概
念又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他写了吴月娘的贤惠，写了西门庆和吴月娘之间的举案齐眉，同时也写了
李瓶儿和潘金莲的美丽、王六儿和林太太的淫荡。作者有意识地强调，在少女、处女和已婚女人之
间，西门庆更多地是对已婚女性感兴趣，他看重的不是年龄而是技巧。《金瓶梅》作者和 《水浒传》
作者不同，他完全不恨女人，也不像 《西游记》所表现出的怕女人。在他心中，有能力的男性可以
掌控一切，不管是有钱的和没钱的女人，贞洁的和不贞洁的女人，淫荡的和不淫荡的女人，他都可
以纳入囊中，操控她们的命运。而值得重视的地方恰在这里，这当然也是作者的价值观的反映，即
作者在内心里把女人看作是男性私生活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红楼梦》能够成为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有它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曹雪

芹对女性价值的认识和其他小说作者完全不同，他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没有把心中的理想女性塑造
成集各种美于一身的、不可能存在的人物形象，而是把理想女性的特质分摊到各种女性身上。这与

３１１

夏　薇：男性的审美：明清小说中的四种理想女性

①

②

卜永坚：《失身：中国小说中的娼妓与男性意识》，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１８期，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１０年版，第

３１９～３２０页。

夏薇：《明清小说中的性别问题研究》，《文学研究》第６卷第２期，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８７页。



他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对生活的深刻了解是有密切关系的。
对理想女性的认定反映了作者的价值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 《西游记》对理想女性的认

定表现了作者对事业的看重，女性作为天平上的砝码，为成就男性理想的事业添砖加瓦。女性的价
值没有进入到他们的私生活，而始终只是在他们发展事业的范围内考量的。到了 《金瓶梅》，女性才
真正进入男性的私生活，男性开始让我们看他们的后院。《醒世姻缘传》也是如此，且作者对女性的
态度又进了一步，表现为又怕又爱又恨。所以，对于古代女性日常生活史和古代小说的社会性别研
究来说，《金瓶梅》和 《醒世姻缘传》是两部真正意义上的、开创性的家庭伦理长篇小说，在小说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所谓小说的客观反映，就是读者从接受角度对小说意义作出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就

是时代思想的折射，是由作为读者的我们的经验来决定的。就是说，在读者对艺术、文化、美
学和意识形态的理解形成一个不断演变的私人哲学框架的时候，古代小说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
女性，就可能变成几乎与作者创作时所希望的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形象。更有甚者，有
的作者的写作不仅没有让读者感受到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反而还暴露了他自己，让读者看到
男性作者内心的阴暗或恐惧，并透过这一层，看到了作品中女性的美好和超群的能力。从这个
角度来看，男性作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坚定捍卫男性中心主义制度的作者，一类是性别立
场不坚定或摇摆不定的作者，二者在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两性形象是有区别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随着宗法制出现，男性借用各种制度和礼俗使得

女性成为无职业、无知识、无意志、无人格的 “四无”之人。这种 “四无”的女性就是当时大多数
男性的理想女性。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能写小说的男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所谓的理想女性也是
相对的，是男性在放弃了一些个人生活追求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正如 《红楼梦》作者所强调的，
不要看正面，要看反面。古代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中的标题充分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认知和界定。
他们将女性分为以下若干种：“贞女”“孝女”“烈女”“美妇”“节妇”“悍妇”“淫妇”“荡妇”等，
概念的界定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的认知、限制、妥协、斗争和利用。但这都是从相对的两极给出的说
法，笔者提出另外更为细致些的划分，这种划分包括四种类型。

二、“实用型”理想女性

“贤内助”是 “实用型”理想女性，讨论这个类型就不能忽略一对矛盾的说法，即 “贤内助”和
“不听妇言”。因此，在谈 “贤内助”之前，我们要先说一下 “不听妇言”的问题。
古代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是方方面面的，女性缺乏话语权便是其中之一。即便女性有机会表达看

法，其绝大部分也得不到男性的重视和认同。在正确看待女性意见的价值问题上，古代社会甚至还
形成了一句格言：“不听妇言”。
在各类文献中，“不听妇言”及其类似表达不胜枚举，这也是两性战争争夺话语权的反映。《管

子·权修》曰： “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房玄龄注曰： “妇者所以休其蚕织，此之不为，辄言人
事。妇人之性险诐，故赏罚不信矣。”① 认为女性的工作就是 “蚕织”，不能参与议论大事，这是因为
女性的本性阴险狭隘，不能像男性那样做到公平公正，因此不能听信妇人之言。“不听妇言”最大的
原因是，听信妇言是取死之道，灭国亡家之根由，这是令男性极为恐惧的，古籍文献中对此多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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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① 听妇言所造成的危害之大，令世世代代的男性对 “妇言人事”深恶痛绝，惊恐万分，以至于一
些男性在痛定思痛之余，还将 “不听妇言”作为家训郑重提出，警示子孙后代。清人翟灏在 《通俗
编》“不听妇人言”条下说：“《汉书·王陵传》引鄙语：‘儿妇人口不可用。’《晋书·刘伶传》：‘妇
人之言，慎不可听。’ 《明史·孝义传》： ‘太祖问郑濂治家长久之道，对曰：谨守祖训，不听妇
言。’”② 《宋元学案补遗》记梭山私淑郑德璋事曰：“先生丰神峻整，性尤方严，子弟闻声欬，皆敛首
正容。步履不敢肆也。迨寝疾，子大和辄泣问齐家之道。先生张目厉声曰：‘毋听妇言！’”③ 《履园丛
话》“杂记下”云：“妇言是听，兄弟必成寇仇；唯利是图，父子将同陌路。”④

小说中这样的例子更多，《林兰香》《英烈传》《禅真后史》《野叟曝言》《绿野仙踪》《西游记》等都
有警告男性不要听妇人言，或者听了妇人话就会遭殃之类的故事。如 《英烈传》中有一段 “笑话”就是
讽刺听妇人言的：“（太祖）因与说：‘朕闻金华浦江有个郑家，他的扁额是 ‘天下第一人家’。卿可星夜
召渠家长来问。’唐之淳得旨，不一日，领郑家家长前到金陵朝见。太祖问道：‘汝何等人家，名为第
一？’那人对说：‘本郡太守，以臣合族已居八世，内外无有闲言，因额臣家以励风俗，实非臣所敢当。’
上复问：‘族人有几？’渠对：‘一千有余。’太祖亦高其义。忽太后从屏后奏说：‘陛下以一人举事有天
下；彼既人众，倘有异图，不尤容易耶？’上深以为然，遂开问说：‘汝辈处家，亦有道乎？’那人再叩
头曰：‘行大小事，不听妇人言。’上大笑而遣去。”⑤ 若太祖听从太后之言，则郑家危矣，此家长借用
人所共知的一句 “不听妇人言”便轻松解危，可见他所说的这个道理在男性心中是一个普遍常识，
不管听者认为正确与否，都是能够接受的，亦可参考。《禅真后史》卷十一回前诗明确提出：“愿君
莫听妇人言”。《野叟曝言》第一百二十二回云：“王妃妇女之见，尤必致疑！”像 《野叟曝言》这样
对女性持比较开明态度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对女性有极为轻视的看法，表现出对女性思想和识见
的蔑视。之所以不听妇言，皆因不信其思想和识见的正确性，体现在古代小说中，就尤为显著。《醒
世恒言》第十九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中， “程万里见妻子说出恁般说话，老大惊讶，心中想道：
‘他是妇人女子，怎么有此丈夫见识，道着我的心事？’”⑥ 程万里的心里话，就是对妇人女子思想识
见存疑的典型反映。由于程万里没有基本的判断力，又从心里瞧不起刚结婚的妻子，把妻子对他的
好意劝说当作是间谍行为，屡次跑到主人那里去告发，害得妻子无辜被卖。

《绿野仙踪》第八回，冷于冰在破庙中遇到做生意失败、被女鬼怂恿自杀的段祥。段祥在叙述自己
为什么做生意会折本的原因时说：“又不合听了老婆话，说磨豆腐必须养猪，方有大利。我一时没主见，
就去代州贩猪。用了十九两八钱，买了五个猪，走了两天，都不吃食水，到第三天，死了两个，昨日又
死了一个。我见大事已坏，将剩下这两口猪要出卖于人，人家说是病猪，不买，没奈何减下价钱，方得
出卖。连死的带活的，止落下五两九钱银子，到折了十三两九钱本儿。我原要回家，将这五两多银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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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五行志”有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惟妇言用’”句，颜师古注曰：“言妇人为政，犹雌
鸡而代雄鸣，是丧家之道也。”《毛诗注疏》中 《常武》孔疏曰：“妇言是用，国必灭亡。”《易·恒卦》六五象曰：“妇人贞吉，从一
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即 “惟妇言是听，罹于六极之弱，所以凶。”史书中提及 “用妇言”的君臣百姓皆致祸的事例多达
几十处，如 《资治通鉴》“后唐纪二”云：“是时，皇太后昭、皇后教，与制敕交行于藩镇，奉之如一。”胡三省注曰：“妇言与王言并
行，自古乱政未有如同光之甚者也。”《隋书》“高祖纪”：“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新唐书》“五行志”云：
“景龙二年春……京房易妖占曰：‘君用妇言，则鸡生妖。’玄宗好斗鸡，贵臣、外戚皆尚之，贫者或弄木鸡，识者以为：鸡，酉属，帝
生之岁也；斗者，兵象。近鸡祸也。大中八年九月，考城县民家雄鸡化为雌……盖驯致其祸也。”《金史》“本纪第十九·世纪补”：“十
四年四月乙亥……世宗论及兄弟妻子之际，世宗曰：‘妇言是听而兄弟相违，甚哉。’帝对曰：‘思齐之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臣等愚昧，愿相励而修之。’”《明史》“忠义传”：“足轻，性孝友。弟惑妇言，迫分产，乃取田硗薄者自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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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妻子，再寻死路。不期走到庙前，越想越没生趣，不但羞见张二爷，连妻子也见不得。……到了家门
首叫门，里边一个妇人问：‘可是买猪回来么？’段祥道：‘还说猪哩，我几乎被你送了命。”① 一切行动
的决定都是男性自己下的，但万一行动失败，就好像他曾经是妻子的傀儡一般，完全不负责任。《绿野
仙踪》第二十五回朱文魁赶走弟弟，独占家财，算计卖弟妹，却没想到被大盗劫去家财和妻子，后悔不
已，“听信老婆的言语，日日相商，做谋夺家产的想头……”② 他不说自己豪赌败家，背叛兄弟，反而
将全部罪恶推到老婆头上。

但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男性不可能永远不需要女性的帮助，于是又产生了一个和 “不听妇
言”正好相反的概念——— “贤内助”。这就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恐惧和依赖之间的矛盾。女性对于男
性来说，就如同有功之臣之于皇帝，战乱时期需要他们去安邦定国，和平时期又怕他们功高盖主，

他们成为烫手的山芋，令皇帝左右为难。 “《魏志·郭后传》： ‘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辅，亦有内
助。’《宋史·孟后传》： ‘宣仁太后曰：得贤内助，非细事也。’”③ 男性对女性最常见的好评莫过于
“贤惠”。自古以来，“贤惠”这个词就是特指女性的，从不会用在男性身上。狭义的贤惠，就是指在
男性中心主义的评价标准下所认可的温良恭俭让的女性。但 “贤内助”却较 “贤惠”又进了一步，

是广义上的贤惠，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就比较多了，更强调女性的实用价值。如 《碑传集》所载
《巡抚山东李公清时墓志铭》云：“公……配夫人万氏，柔嘉静悫，重然诺，识大体，侍翁姑孝，待
妯娌和。公少有宿逋不能偿者，夫人俱售簪珥力偿之；每至署，犹纺绩不废，盖贤内助也。”④ 《稗家
粹编》“伦理部”有 《钟节妇传》云：“节妇姓钟氏……姿色淑美，不妄言笑。……幼令读书，日记
数千言，尤长于琴，女红乃余事也。……节妇自归孙室，孝舅姑，和妯娌，内外称之，咸谓得贤内
助焉。”⑤ 果然如同宣仁太后所说，“得贤内助，非细事也”。

贤内助要做的事真是多如牛毛，巨细无遗。女性能得一 “贤内助”称号，无疑亦是终生荣耀，

若能在墓志铭或传记中铭记一笔，就更死而无憾了。 《中国历代碑志文话》中 《南阳县君谢氏墓志
铭》记谢氏，“序治家处，真贤内助也”。⑥ 《澹园集》中的 《孺人郑母鲍氏传》云：“孺人姓鲍氏……

幼庄淑，极为父母所怜爱。生素封家，其归装甚盛，女流往往好以鲜美为容，而孺人绝弗尚也。居
恒服御无所芬华，人谓有桓少君之操。事季公琴瑟静好，举案以从，人谓有孟德曜之风。是时孺人
年少，在诸妇行，辈序最后。姑许太君性严肃，不易承事，而孺人善奉之，庭以内事事当姑指。姑
为色喜曰：‘予季其幸有贤内助哉！’”⑦ 《英烈传》第六十一回极言贤妇之重要性：“家之良妇，犹国
之良相”。古代小说中，依靠女性建议而成事者亦有例可寻，比如 《水浒传》中有心机的何九叔之
妻，《野叟曝言》中给婆婆出主意的阮氏。《隋唐演义》中作者直称王小二媳妇柳氏作 “女英雄”，秦
叔宝唤其 “贤人”，她的一番行为的确显得她在思想认识上和道德情操上远胜其夫。第九回中，秦叔
宝朋友伯当道：“那王小二第一炎凉，江湖上有名的王老虎，在兄分上可有不到之处？”作者写道：
“叔宝感柳氏之贤，不好在两个劣性朋友面前说王小二的过失处。道：‘二位贤弟，那王小二虽是炎
凉，到还有些眼力，他夫妇二人在我面上，甚是周到。’……柳氏贤慧，连丈夫都带得好了；妻贤夫
祸少，信不虚言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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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内助是男性作者心中认同普遍的理想女性，《礼记·内则》说：“男不言内，女不言外。”意思
是男人不过问女人的家务事，女人不过问男人的公事。这说明了两性的社会分工问题。男性虽然对
女性严加看管，但女性的劳动从未荒怠。① 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限制并不代表劳动力的闲置，女
性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古代社会也就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力分配格
局。可以说，以男性中心主义制度为前提，以女性参加家庭内部劳动为基础的性别关系的确立，是 “贤
内助”这一女性形象得以生发的根源。

三、“灵魂型”理想女性

才女也许是最能淡化时空感的理想女性了。古今中外，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乏聪明慧智、机警果
敢、满腹经纶的女子。她们是另一种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女性形象，我们不妨将其称为 “灵魂型”理想女
性。这类女性是古代男性知识阶层所向往的异性。这类形象在明清之际的才子佳人小说中频繁出现，无论
丫鬟或是小姐，都满足了男性精神层面的需求，但也同时反映了男性对这类女性更严格的思想束缚。“女
子无才便是德”的性别观念对男性和女性的思想有着同样的戕害和限制，使得男性在才女面前失去了对自
我的认同和对异性的正确价值判断。
借助对才女的各种书写，我们能很清楚地分辨知识男性对理想女性的态度。男性恐惧女性，却

也不得不承认客观事实。女性的能力和才干是男性既向往又忌讳的。世界上著名的厌女主义者尼采，
面对路易丝·冯·莎乐美小姐时都要慨叹：“这位美貌惊人的二十一岁俄罗斯姑娘是他平生有幸或不
幸遇到的最有天赋、最有反省力和最聪明的女性。”② 正因为感知到女性的优秀，美丽而有才的女性
的苦难就更容易引发男性作者们的悲悯和慨叹，“佳人薄命”“红颜祸水”的观念也深入两性思想之
中。清人翟灏在 《通俗编》“自古佳人多薄命”条中说：“见 《东坡诗集》。又 《香山集》：‘巧妇才人
常薄命，莫教男女苦多能。’”③ 《八洞天》说：“从来才士不轻择偶，犹才女之不轻许字。”④ 小说卷
六的故事中，孤女琼姬被伯父母所误，嫁给浮浪子弟，郁闷而死，同样是孤女的瑞娘听闻消息顿觉
同病相怜，“偏是有才的女郎恁般命薄”！因赋曲一套以挽琼姬云： “少甚么痴钗笨粉，得和文士为
俦。为何偏将贤媛锢，忌才天想来真有。从今后，愿苍苍莫生才女风流！”《西湖二集》说：“天下有
两种大恨伤心之事，再解不得。是那两种？一是才子困穷，一是佳人薄命。你道这两种真个可怜也
不可怜？”作者甚至还特别将 “红颜”和 “佳人”作了区分：“古来道 ‘红颜薄命’，这 ‘红颜’二字
不过是生得好看，目如秋水，唇若涂朱，脸若芙蓉，肌如白雪，白玉琢成，红粉捏就，轻盈袅娜，
就随你怎么样，也不过是个标致，这也还是有限的事，怎如得 ‘佳人’二字？那佳人者，心通五经
子史，笔擅歌赋诗词，与李、杜争强，同班、马出色，果是山川美秀之气，偶然不钟于男而钟于女，
却不是个冠珠翠的文人才子，戴簪珥的翰苑词家？若说红颜薄命，这是小可之事，如今是佳人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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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男人除了在狩猎时偶尔获得的战利品外，没有太多吃的东西。换句话说，男人依赖女人获取食物，而不是相反……男人们在举
行宗教仪式时，似乎是靠吃女人们做的草籽糕饼维持生命，而当女人们举行仪式时，男人却不为她们提供任何食物。在本质上，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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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搬过去住，从而彰显氏族的父系血脉。但维系男人生命的草籽糕饼是用女人磨的面粉做成的，而女人用来磨碎种子的石头既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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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得不要痛哭流涕！”① 佳人即有才学、有才干的女性。小说作者们在描写女性的不幸时，最爱以
才女之薄命为例，在惋惜其青春易逝、才华凋零的同时，感慨命运的无常和世道的不公。

《林兰香》第十三回中对耿朗初见梦卿有心理描写：“妇人最忌有才有名。有才未免自是，有名未免欺人。
我若不裁抑二三，恐将来与林、宣、任三人不能相下。”② 这类作者的头脑还算是清醒的，他首先承认有才
有名，也就是聪慧贤德的女性是优秀的，使他 “初见梦卿求代父罪，生了一番敬慕之心。次见梦卿甘为侧
室，又生了一番恩爱之心。后见梦卿文学风雅，复生了一番可意之心”。才女在这部作品中被描写得淋漓
尽致。但作者认为才女如不加以约束，便要家宅不宁，才德也是祸水，因此，为了求得性别等级关系的平
衡，作者不得不让耿朗放弃和梦卿本应该产生的更亲密的情感和爱恋，而对梦卿多般磨难，也使得二人离
心离德，不能和谐。也就是说，作用力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为了建构男性中心主义的性别制度，男性牺牲
的是情感自由，在约束女性的同时，也要有相应的自我约束。这也就引出了第三种理想女性的标准。

四、“德情兼备型”理想女性

前面讲过 “实用型”和 “灵魂型”理想女性，这两类女性各强调了她们品质中的一个方面，基
本可以归纳为有德行和有才情两种。贤内助强调的是德行贤淑的女性在对丈夫的帮助上所表现出的
才干。才女则是强调了女子的才情，或者说是由于有才而令人生情的女性。现在我们要说第三种
“德情兼备型”的理想女性，这类女性既有德行又深情，是满足男性情爱、道德审美标准的女性类
型。因此又提出一对概念：“良人般的娼妓”与 “娼妓般的良人”。
先举一个例子，《喻世明言》讲十二岁的春娘颇通文墨，尤善应对，被卖到乐户家杨家，改名杨

玉，教以乐器及歌舞，无不精绝。为了引起下文，作者转意申明：“只是一件，他终是宦家出身，举
止端详。每诣公庭侍宴，呈艺毕，诸妓调笑谑浪，无所不至。杨玉嘿然独立，不妄言笑，有良人风
度。为这个上，前后官府，莫不爱之重之。”③ 官府官员对一个妓女不仅爱，而且还很尊重她。这种
尊重是建立在认为这个妓女 “有良人风度”的基础上的。妓女如果具备良人的素养，有良人般行为，
男性马上会在心中升起 “爱重之情”。如 《于少保萃忠全传》写于谦、范广等被杀，有妓女自刎于尸
旁。作者激昂地写道：“阴风凛凛，黄沙四起，实有屈杀忠良之气。”妓女如能像良人般殉主，则不
仅身价倍增，连被杀的男人也能因之更彰忠良之名并得到上天的认可。
通常情况下，男性首先接触到的是女性 “良人”，从母亲、姊妹、妻子到女儿。嫡妻们尤其要遵

礼守法，于男女情爱渐行渐远。但不幸的是，男性在精神生活中也是需要爱情的。他们需要异性以
同等的爱情来报偿他们。不过我们都知道，粗蛮的、缺乏教养和文化素质的女性，无论在思想或行
为上都会是滑稽可笑、不可理喻的。同样的，我们也很难想象，从小到大都浸淫在各种妇道、贞节教
育中的女性，人人都敢于、也愿意 “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地生活，做既让男性在道德上满意，又能令
其在情爱上得到满足的女性。小说中那些性格张扬、在情感上大胆泼辣的女性，从来都不是男性赞扬的
对象。但男性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其进行描写和叙述，批判地描写着，辱骂地叙述着，也在内心里暗
暗地羡慕着。为什么？就因为男性在编织刻板和阴森的女教过程中，弄丢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弄丢了爱
情，弄丢了情趣，而我们从小说中却窥视到了他们内心真实的渴望与诉求。
因此，“良人般的娼妓”是男性所喜爱和乐于接受的，但很明显，“娼妓般的良人”是男性在一

定范围内拒绝和反对的。所谓在一定范围内，指的就是在自己家庭的范围内。自己的母亲、姊妹、
妻子和女儿，都不允许是这样的人，但对别人的女性家属可就没有那么严格的标准。男性的这种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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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标准，使得古代小说作者经常明确表示 “他妻莫爱，他马莫骑”① 的思想。作者们一再强调不要
“淫人妻女”，并极力恐吓说，“淫人妻女”的下场就是自己的妻女也将被别人玷污。《野叟曝言》第
三十二回云：“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妇；天道已见端，斯言诚不朽！”《喻世明言》中梁尚宾骗奸鲁
生未婚妻，结果自己的妻子最后嫁给鲁生。这清楚地显示了男性在对其性别本体的深刻了解的基础
上，对自身审美的双重标准的不信任和质疑。所以男性作者在对待淫人妻女的问题时态度坚决，绝
不姑息，对这种行为的后果的描述尽量夸大，以期起到恐吓和警示的作用。当然这并非是站在女性
立场说话，而是对自身财产的保护。正因为男性对女性的这种双重要求，除男性政治地位所规定的
女性的等级之外，女性又被人为地划分出了另一种等级，即是 “良”还是 “娼”。这是一种道德层面
的等级划分。嫡妻是人伦之本，是色中之正。尊重了嫡妻，也就等于尊重了伦常关系。但是嫡妻因
为要严格遵从夫妇之礼仪、道德规范而必须变得麻木、冷漠，没有情趣。这一点，男性也是心知肚
明的。但是男性并不会甘愿让自己的私生活、情感世界和性爱世界变得枯燥乏味，毫无情趣可寻。
于是就有了 “傍色”“乱色”“邪色”等多种名词，也有了 “贤妾美婢”“贤妻美妾”，以及娼妓、粉
头的出现。这不仅让我们知道古代男性对于各种道德等级的女性的需求，也告诉我们，有些男性虽
然需要这些处于不同道德评判下的女性，但他们的内心对此却有着很清晰的分界，并且能够主动地、
理智地去面对自己制造出来的 “良、娼”两派异性。
于是，出现了恶性循环，没有了爱情的男性也忍受不了女性的爱情。男性不准女性嫉妒，或者

说痛恨女性的嫉妒，也是其丢失了女性真诚情爱的根由。在男性中心的社会，女性在情爱上就只有
两种选择，一种是压抑真实情感，另一种就是成为恶妇、妒妇等。但这两种选择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凄惨和不幸。比如 《西湖二集》《疗妒缘》《文明小史》等大量小说都有对妒妇的描写。《红楼梦》第
八十回中，“宝玉道：‘我问你，可有贴女人的妒病方子没有？’”即便是在对女性最富有同情和博爱
的曹雪芹笔下，夏金桂的嫉妒也被描述得令人惊诧万分，全无人性可言。作者认为女性的嫉妒是一
种疾病，甚至还生发出一个给女性吃药疗病的愿望。
其实，女性如果没有了嫉妒，也就说明没有了对男性的热情和爱情。她可能是遵循女教，将嫉

妒掩盖，她也可能是在女教的熏陶下真的丧失了纯真和本性。无论如何，男性都注定得不到没有丝
毫妒忌之感的女性的爱恋。男性可能在软硬兼施的训导中得到了所谓家庭中的自由和快乐，但却在
实际上失去了女性的真情。所以，男性对女性的束缚实质上是完成了对自己的掠夺。

五、“缺憾美型”理想女性

古代小说中的女性到了 《红楼梦》中才真正变得更加真实和实在了。《红楼梦》不仅要写女性的好，
也要写她们的不好，创造了 “缺憾美型”的群体女性形象。如同脂批中所说：“黛玉一生是聪明所
误……阿凤是机心所误，宝钗是博知所误，湘云是自爱所误，袭人是好胜所误。”② 《红楼梦》中的这些
女性都是优秀的，却也都是有缺点的。前面提到的小说虽然有时也对女性的优秀品质有客观的反映，但
如果和 《红楼梦》中所透露出来的女性主义意识相比，那些小说中的大部分就要算是反女性主义的作品
了。为男性中心意识服务，强调的仍然是女性主义者最为忌讳和反对的女性的性感和煽动欲望的能力。
《红楼梦》所以能位列四大名著之首，原因之一便是它有超越其时代的先进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尤
其是对女性的认识。现在看来，《红楼梦》的女性书写可以说是在世界女性主义运动史上开风气之举。

１７９１年，法国贵族女性奥兰普·德古热 （Ｏｌｙｍｐｅ　ｄｅ　Ｇｏｕｇｅｓ）发表 《女权宣言》。１７９２年，玛
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Ｍａｒｙ　Ｗｏｌｌｓｔｏｎｅｃｒａｆｔ）发表 《女权辩护》。这些１８世纪末女性主义先驱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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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１９世纪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１７９１年和１７９２年这两个年份对于关注 《红楼梦》传播
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最早的 《红楼梦》活字本程甲本和程乙本，分别在这两年中刊成，而曹雪芹
开始创作小说的时间大约在乾隆九年 （１７４４年）左右。如果说 《红楼梦》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话，
那么这种女性主义思想的发生比欧洲早了近半个世纪。

有学者说：“（伍尔夫的）《自己的房间》是女性主义的经典作品，指出了女性在历史中 ‘失声’
的现象。伍尔夫笔下虚构的故事比真实的故事更真实。因为它是无数被湮没了的才女的写照。……
‘失声’会有什么后果呢？就是女人没有自己的记忆，没有记忆就是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就没有主体
意识和主体认同，结果就只能依附于男人的历史。”① 伍尔夫作为女性，在１９２９年用文艺作品为自己
的同类发出了声音。曹雪芹作为男性，１８世纪中期时就意识到女性的优秀和优秀女性的 “失声”：
“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一并使其泯灭也。”② 在 《红楼梦》中的女性自身尚处于
主体意识的蒙昧状态中时，作者能够以男性视角感悟到女性的存在和她们的生命价值，并自发地将
她们的才华与情操记录下来。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是一部男性书写的女性的历史。
曹雪芹之所以不凡，就是因为他对人性的透彻了解，他知道没有哪一个人能把所有美好集于一身。

于是，在他笔下，理想女性并非某一个人。他将女性应该有的优秀品质散落在各种女性身上，向读者展
现女性群像，并且非常努力地去践行中国古人所说的 “美人必有一陋”的审美观，在描写美的同时也展
现她们的缺点。因此 《红楼梦》中的女性是生动鲜活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想女性。她们具备人的共性
和时代共性，是理想的，是可以和多少代人的内心情感发生共鸣的。《红楼梦》之所以能够更加淋漓尽
致地表现女性主义思想，正因为它的故事发生在一个 “‘五世同堂’，包括叔伯、堂兄弟以及嫡系家
庭。……家庭财政要进行公共管理，家庭成员或务农或经商，但收入并不由他们自己安排，而是属于整
个家庭。家内的财产作为祖产为成员公有……，家长对所有家庭成员都有权威，并控制着祖产”。③ 在
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中，女性另有一番天地。司马光曾在 《司马氏书仪》中指出男性家长应尽的责任：
“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分之以职，授之以事，而责其成功。制财用之节，量入
以为出，称家之有无，以给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费，皆有品节，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费，禁止奢华，
常须稍存赢余卑幼，以备不虞。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④ 不过，“虽说司马
光把所有预算和管理的职责都给了男性家长，但事实上，如果他专心研究或公务缠身，夫妇之间应互补
这一条就被解释成允许妻子管理实际的家庭事务，这是正常的，合适的”。⑤ 因此，当贾政和贾赦的父
亲去世后，贾母便是最高权威者。作为女性，她享有各种特权，有权管理家族一应大小事务，她是小说
中的家长。贾赦和贾政虽然也有权力，但对母亲的孝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外务又占去了他们的大部分时
间，以至上面司马光所说的家长的职责大部分要由贾母以及王夫人、凤姐、李纨、探春、宝钗等女性来
代为执行。甚至连身为男性的贾宝玉都会抱怨 “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⑥，因为 “一个男子只有成为
‘夫妇’中的 ‘夫’，他才是一个完整的、有能力的社会存在”。⑦ 即便是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在成家、

娶妻之前，他的实际权力也远没有家族中持家理政的女性大。
《红楼梦》中的大家族具备了女性主义生长的物质基础，女性在这样的家庭中有了各种权力，也

有机会在对这些权力的使用中表现出才干和能力。中国古代作品里几乎找不到一个像 《红楼梦》中

０２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吴楠、赵徐州 （对话人：姜进、韩秋红、王玉括）：《人类社会现代转型中的女权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８日。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页。
［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７２页。

司马光撰：《书仪》卷４，《四库全书》第１４２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７９页。
［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第７２页。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６３４页。
［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第７３页。



的贾府这样 “生齿日繁，事务日盛”的大家族，当然也找不到像 《红楼梦》这样描写了如此众多的
女性在五代同堂的大家族中是如何行使男人的职责的文学作品。但是，这层意义也仅限于此了，如
果因此就说曹雪芹是女性主义者，还是不合适的。《红楼梦》虽然描写了大量的女性，但是由于社会
和家庭的实际情况，注定了这些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是她所处的大环境的中心。因此，绕来绕
去，最后小说的中心人物还是宝玉。书写的愿望与事实的巨大差异和矛盾实在令人哭笑不得。这一
点用浦安迪的研究结果来验证就更加清晰。浦安迪在他的著作中画了一个五行关系表，“金木水火”
四元素分居四方，中间是 “土”，其中 “金木水火”分别代表凤姐、黛玉、宝钗等女性，而 “土”代
表宝玉，居于中心。“五元素图表中，宝玉所佩戴的灵石就使他处于五元素中心 ‘土’的位置上。虽
然土本质上是惰性的，但它的向心性能让它与其他四元素之间产生互动。因此，我们看到小说的前
半部分中，宝玉像花园里的蜜蜂一样在花丛中飞来飞去，能够与各种性情不同的女孩子进行交流和
沟通。”① 它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 《红楼梦》作者在女性主义思想认识上的狭隘性，他没能超越得
更多。
总之，回望历史，无论是历史的还是文学的，男人们终究放不下女人，忘不掉女人，不能没有女

人，而女人也因此获得了一部分自己的历史。虽然这种历史不是女人自己亲笔书写，但换一个角度想，
男人为自己书写的历史又都是完整而没有偏颇的吗？执笔者未必公允。当代社会，在女性可以书写自己
历史时，不是还有一大部分在放肆地使用身体写作，在利用早已被古代男性批判过的、不该用于女性书
写的意识来驱动她们的笔墨，借以取悦和满足异性的需求来达到个人目的吗？从这一点看，古代的一部
分男性书写的女性历史的真实性及其高雅与优美，远胜于部分生活在有着自由意志之社会中的女性之所
为。文学作品中的理想女性，永远都带着不可抹煞的时代和性别烙印。

（责任编辑：李俊　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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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薇：男性的审美：明清小说中的四种理想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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